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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Urban Villages in Beijing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Land"

“人口—土地”二元视角下北京城中村识别及更新
策略研究*

林俊彤   梁思思   王崇烈   游  鸿   黄  睿    LIN Juntong, LIANG Sisi, WANG Chonglie, YOU Hong, HUANG Rui

城中村识别与特征研究是实现精细化和差异化更新治理的前提与基础。基于“人口—土地”二元结构视角，对北京市

域范围内城中村进行识别分析，其空间呈现绕中心城区环状分布，与交通、绿化、产业紧密相关的特征；居民呈现外来

性、年青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特征；公共服务呈现餐饮购物等小型设施密集的分布特征。基于识别与特征关联，进一

步探讨了城中村改造更新的潜力。“人—地”的二元结构视角可以实现城中村动态特征的捕捉识别，并进行一定时期内

城中村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的切片研究，其提供的数据信息可为进一步剖析城中村内在主体的异质性和制定差异化更

新策略奠定基础。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s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fined 
and differentiated renew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ual-structur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lan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urban villages in Beijing, revealing their annular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hei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losely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greening and industry, their population 
consisting of foreigners, youth and highly-educated residents, and their dense small service facilities such as catering 
and shopping.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featur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potential of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is further discussed. The population-land du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can capture and identify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s, and conduct slice research on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s in a certain period. The data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is perspective can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nalyz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ner subjects of urban villages and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renewal strategies.

人口—土地；二元视角；城中村；识别；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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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据估计，中国7个超大城市和14个特大城

市①现存城中村面积高达8.9亿m²[1]，其规模

大、改造任务艰巨，涉及上千万人口，关乎民生

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各地城市纷纷开展城中

村整治，探索出政府主导[2]、开发商主导[3]、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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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7个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

州、成都、天津；14个特大城市：武汉、东莞、

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

沙、哈尔滨、昆明、郑州、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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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编号5247802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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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导[4]等多种模式，但同时，低成本居住

空间需求和城市扩张导致城中村的持续扩张

和“外溢”[5]。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策略转型升

级，城中村更新再度成为城市建设工作的重

点。2021年“十四五”规划将城中村改造与

老旧小区、厂房和街区改造一同提升至国家战

略层面。2023年以来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先

后发布《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

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和《城中村改造国

土空间规划政策指引》等文件，地方城市如广

州也发布了《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凸显

出对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重视、引导与支持。

城中村更新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对城中村

进行现状识别和特征研究。在当前大城市巨

量空间规模背景下，尤其需要从城市的整体

视角认识城中村所处的城市环境与差异性，

为分类精准治理与更新创新提供基础性认知

支持。许多学者已对城中村的特征、类型及策

略展开了多维度研究，如针对广州典型城中

村归纳经济社会特征[6]，根据样本调研归纳深

圳城中村建筑形态[7]，或从空间区位[8]、人口社

会[9]、经济发展[10]对小样本城中村进行归纳分

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针对性的个案更新策

略等。但受限于人力、物力和实际数据的可获

得性，其研究对象多为小范围定性分析，目前

尚缺乏广域对象的宏观尺度研究，以及对城

中村的分布、特征类型及其与城市发展建设

关系的整体性分析。

城中村是村庄城镇化影响下的人口、土地

二元分异的结果，其形成与演变与我国城乡二

元土地所有制和二元管理体制密切相关[11-12]。

本文从“人口—土地”的二元指标视角出发，

结合相关数据对北京城中村进行界定识别，分

析其空间分布、社会经济、公共服务等特征，并

对其特征与空间关联性进行耦合分析，在此基

础上探讨其改造治理难点与策略，以期为城中

村更新改造提供参考。

2 城中村相关研究

2.1  城中村的二元结构视角

城中村现象并非我国特有，而是全球城

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普遍现象。早在1936年

德国学者路易斯就注意到柏林城市边界出现

了一种独特的区域，这些区域虽然被建成区包

围，但其景观与城市截然不同[13]。1954年，刘

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理念从经济学角度解释

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二元结构理论描述了发展

中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之

间的结构性差异，并指出城市化是工业化过程

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集中的结果。因此，

城市边界的乡村地区城市化发展实质上是这

种二元结构的转型[14]。1980年代，印尼学者

麦吉用“desakota”一词来描述亚洲大都市

边缘地区的类似现象[15]，“desa”代表乡村，

“kota”代表城市，这一概念与我国的半城市

化地区和城乡结合部相似[16]。

我国的城中村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城乡

结合部的村庄城镇化过程中，衍生出新的二

元特征[17-18]——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并存、

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并存（见图1）。城市

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户籍

与成本的限制使他们选择居住在城市周边的

村庄。随着外来人口比例增加，村庄的土地

利用方式与强度逐渐向城市靠拢，村庄不再

以农业经济为主，而是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

城市化经济模式，建设用地逐渐增多。加上

近郊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加速，形成大量城市

建成区。这些以前广义上的城边的村逐渐演

化成“城中村”。

2.2  城中村识别研究

目前城中村的识别较多采用遥感影像

识别法，它利用高密度空间形态特征，为

大规模定量识别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这

种方法侧重于观察城中村的物理和视觉特

征，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建筑密度、建筑风

格、街道布局等要素进行识别[19-20]。二元结

构识别方法则从社会和空间角度出发，依

据外来人口比重和村集体建设用地比重对

村庄进行分类。已有学者根据外来人口比

重和村集体建设用地比重将村庄分为刚性

二元村（外来人口比重≥50%，建设用地

比重≥60%）、弹性二元村（外来人口比重

≥30%或建设用地比重≥40%）和一般远

郊村，其中刚性二元村呈现出典型的城中

村的特点，弹性二元村则可视为城中村的

雏形 [21]51。

遥感影像识别法直观且易于观察，但也

存在一定局限。基于物质空间形态特征的识

别可能会将具有相似建筑特征的区域包含

在内，如棚户区等。棚户区和城中村在空间

形态上也许相似，但棚户区可能位于国有土

地上，而城中村则通常位于集体土地上，此

外二者在产权性质、居民构成、社会经济背

景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基于空间形态的识别

难以辨析其深层次的差异。就城中村本身而

言，其空间形态也因地区、文化和历史背景

的差异表现出多样性，如广深地区的城中村

建筑布局十分密集紧凑，“握手楼”现象突

出，建筑高度也普遍达到7—8层楼，而北方

的村庄多为合院的开放式布局，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城中村大多只有2—3层楼，建筑密度

与开发强度相对较低[22]。这一特征差异增加

了基于空间形态特征进行识别的误差。受限

于遥感影像识别的精确性与识别对象难以验

证等问题，目前学界尚缺乏基于此识别结果

的深入分析。

相较之下，基于二元结构的识别方法脱

离了对城中村建筑形态的单一定义，从人口

结构和土地建设强度等城中村发展的关键

因素进行识别。外来人口的增减和土地利用

方式的转变是深入理解城中村的社会结构

和经济功能的基础，是在城中村这一难以界

定的高密度空间形态表征描述外，对背后所

体现的村庄的城镇化转型的深入剖析。已有

学者根据二元结构特征的识别方法和阈值

展开了城中村识别[23]，但对城中村特征的讨

论仍然停留在个案的特征分析上。城中村的

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与城市紧密互动的基

础上的，因此有待对城中村在城市空间中的

宏观分布和多元特征进行识别和分析，并进

一步探讨城中村与城市物质空间、经济社会

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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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城中村识别

3.1  研究范围、思路及数据

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北京市域范围内的所

有村庄。在既有的认知中，可能认为北京并不

存在如广州、深圳那样典型的位于城市中心区

的城中村，然而实际上，北京中心城区外围存

在居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村庄和区域。北京市

总面积约16 410.54 km²，至2023年末，全市

常住人口约2 185.5万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北京现有

统计村庄3 880个，其常住人口约658万人，常

住外来人口约305万人，村庄外来人口约占村

庄总人口的46%。

与广州、深圳等南方城市位于城市中心

区的城中村不同，北京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

中心城区的外围区域，与村庄的演化紧密相

关。尽管北京城中村的建筑密度可能不如南

方城市的城中村高，但北京作为首都吸引外

来人口的广泛聚集使得这些区域具有庞大的

人口规模和复杂的人口结构，进一步影响着

村庄建设规模与强度，具备城中村的典型特

征。研究北京的城中村现象，不仅有助于揭示

首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理解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变迁也

有重要意义。

研究借鉴基于人口和土地二元特征的指

标与阈值，以行政村庄为空间单元，借鉴现有

划分标准[21]50，将外来人口占比≥30%、集体

建设用地占比≥40%的村庄划定为城中村。

指标计算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七普人口数据、

三调土地利用数据和建筑物数据，通过空间

叠加的研究方法在GIS平台中实现对以村域

为单元的城中村识别，进一步利用大数据如

百度OD数据、POI数据等根据城中村识别结

果分析其特征（见图2）。

3.2  城中村识别结果

研究首先对北京整体村庄的人口土地

特征进行梳理。北京市外来人口占比高的村

庄分布显示出显著的绕中心城区空间集中

趋势（见图3）。其中外来人口比例超过30%

的村庄数量达到1 402个，占北京市统计村

庄总数的37.46%。这些村庄主要分布在中

心城区的外围，并呈现出向周边地区扩散的

趋势。其中，有737个村庄的外来人口比例超

过了50.00%，占总村庄数的19.69%。这些村

庄集中分布在四环至六环的近郊区域，外来

人口比例与地理分布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

与近郊村庄较低的住房成本和较高的交通

便利性有关。在近郊地区，距离中心城区越

近，村庄外来人口占比显著增加，最高达到

98.00%，说明这些村庄已经完全由外来人

口主导。此类村庄的社会结构、公共服务需

求以及住房市场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存在

较大差异。

北京市域范围的村庄建设强度在空间

分布上与外来人口占比高的村庄显现出高

度一致性。如图4所示，建设强度达到或超过

40.00%的村庄共有703个，占北京市统计村

庄总数的18.78%，建设强度超过60.00%的村

庄有389个，占总数的10.39%。近郊村庄的建

设活动较为密集，这可能与外来人口的集聚及

其对居住空间的需求相关。在这些村庄中，部

分村庄建设用地占比可达100.00%，已经体现

出完全城镇化特征。

通过对北京市村庄的外来人口占比和

建设强度进行双重筛选，研究识别出外来人

口占比≥30%、集体建设用地强度≥40%的

村庄共501个。这些城中村主要集中在中心

城区的朝阳、海淀两区，以及城郊的昌平、顺

义、通州、大兴、丰台等行政区，如图5、图6所

示。高比例外来人口和高强度村庄建设，是

村庄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响应结

果，也反映了外来人口对居住空间和基础设

施的迫切需求。

4 北京城中村特征关联分析

4.1  空间分布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联

北京城中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绕中

心城区的环状发散模式。从宏观的城市格局

来看，识别出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

外围，即四环—六环区域，特别是城乡结合

图1 二元视角下的城中村 
Fig.1  Urban villag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北京市村庄外来人口比例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map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Beijing’s 
villages

图4 北京市村庄建设强度比例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map of Beijing’s village construction 
inten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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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见图7-图8）。这一分布特征与人们

通常所理解的城中村存在较大差异。城中村

一般被认为是位于城市中心区域、被城市化

区域所包围的密集低矮建成区域，如一些南

方城市广州、深圳的典型城中村。而根据识

别结果来看，北京城中村则更像是“城边

村”。但是，尽管其相对城市空间的地理位置

不同，在人口结构和建设强度上与城中村并

无二致。

这一总体空间分布现象与北京的历史

发展和城市规划策略影响下的空间发展结

构相关。北京的空间结构大致分为3个层次：

老城区、中心城区和更广阔的市域范围。老

城区作为北京的核心区域，由传统的四合院

平房区构成，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

文化价值，历来是城市建设开发的集中区

域，因而鲜少存在村集体用地。中心城区，

尤其是位于四环到六环之间的地带，历史

上曾是村庄的聚集地。但随着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这些区域逐渐转变为城市开发建

设用地。那些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化进程的

村庄区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密

集的建设便逐渐演变成了城中村形态。广

阔的市域范围内新城的发展也使得相邻区

域出现了类似的城中村零星分布。北京中

心城区外围及市域范围内的这些村庄共同

构成了独特的“城中村环”并向外扩散的

分布模式。

总体来看，北京城中村的宏观分布与城

市历史发展和规划策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

系，规划策略在空间布局、人口调控、城市发

展方向等方面的控制影响着村庄城镇化的形

成和发展。将北京城中村的分布与北京市域

空间总体规划结构相叠加（见图9），可以发

现城中村的分布呈现出与城市发展轴高度一

致的关联。2016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体现出

向东南方向发展的倾向，而城中村也沿着3条

主要的发展轴线（京唐秦发展轴、京津发展

轴、京保石发展轴）以及连接平原多点功能

区的路径（如核心区—顺义—平谷、核心区—

图6 各区城中村识别结果数量分布
Fig.6  The number of urban villag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in each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北京城乡结合部分布
Fig.7  Beijing rural-urban fringe area 

资料来源：北京城乡结合部相关规划。

图9 北京市域空间总体规划结构图
Fig.9  Beijing city space overall planning structure 
资料来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图8 北京城中村识别结果与环路叠加
Fig.8  The overlay of urban villages and ring roa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北京城中村识别结果与城市开发边界叠加
Fig.10  The overlay of urban villages and urban develop-
ment bounda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北京城中村识别结果
Fig.5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urban village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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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密云、核心区—昌平—延庆）形成连

续的分布区。

将城中村分布与城市开发边界叠加，可

以发现71%的城中村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

（见图10），体现出城市总体规划策略与其相

伴的城市化开发与城中村宏观空间分布的密

切耦合。尽管城市开发边界限制了城市的无

序扩张，却可能变相促使相邻的村庄区域在

承接城市外溢功能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城

中村。

4.2  空间分布与城市交通、绿化、产业的关联

（1）交通关联：交点与末端集聚的“尽

端村”

城中村的分布与城市的交通系统密切相

关。将城中村的人口分布密度与城市的道路

交通、轨道交通进行叠加分析，可以发现外来

人口密集的城中村主要集中于五六环和向外

辐射的城市快速通道的交汇点上，以及昌平、

顺义、亦庄等连通中心城和平原多点地区的

地铁轨道段末端，具有“地铁坐到头，回到村

里头”的特点（见图11）。这可能是因为区域

的公共交通便捷性和村庄较低的居住成本吸

引大量人口居住于此，形成人口高度集中的

城中村。

（2）绿化关联：与绿隔交织的“绿中村”

城中村的分布与城市的绿化交织。将城

中村的分布与绿化隔离地区的政策边界进

行叠加分析，发现一些城中村位于绿隔地区

内，是典型的“绿中村”。这是北京村庄与城

市绿化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密切交织所

形成的独特现象。与当前北京市总体规划

中涉及的村庄规划的4类发展引导区域进

行叠加，可发现一些绿隔内的村庄规划往

往采用集中城镇化模式（见图12），这种模

式可能会带来城市生态与村庄建设治理之

间的冲突。

（3）产业关联：环产业区分布的“园中村”

城中村的分布与区域的产业发展紧密

相关，这种关联性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

更体现在功能和作用上。海淀山后地区、昌

平未来科学城，以及亦庄、顺义、怀柔等地

的技术产业发展区都是近年来北京产业重

点布局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城中村分布

尤为密集。从城中村分布与产业区的空间叠

加分布来看，产业功能区周边城中村分布密

集，特别是在海淀山后地区、顺义临空经济

区、怀柔文化科技高端产业园区内也分布有

城中村（见图13）。这种分布可能是因为一

些城中村拥有村集体产业用地能够通过出

租土地、联合开发等直接或间接参与区域的

产业活动[23]，另一些相邻的城中村则为这些

产业提供必要的居住和生活服务功能，成为

产业集群的后勤保障。区域的产业发展带动

了人口的聚集和城市功能的扩展，地理位置
图11 城中村与道路交通、地铁轨道叠加 
Fig.11  The overlay of urban villages, urban roads and subway roads

图12 城中村与村庄规划4类发展引导区域、绿化隔离地区政策边界叠加
Fig.12  The overlay of urban villages, four types of development guidance areas and the policy boundary of 
green isolated areas

图13 城中村与区域产业功能区分布
Fig.13   Distribution of urban villages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functional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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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城中村18—45岁青年人口、69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图 
Fig.14   Distribution of youth population aged 18-45 and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9 and above in urban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优越的村庄区域逐渐形成了“园中村”。这

些“园中村”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

动力和生活支持，也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重

要补充。

4.3   居住人群与城市经济活动与社会运转

的关联

（1）城中村居民的年龄分布与教育水平

北京城中村居民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

为主，显示出较低的老龄化率。具体来说，城

中村聚集的青年人口数量可观，单个城中村

可达数千甚至上万，部分区域的青年人口密

度极高，可达24 000人。在这些区域，69岁

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4.2%，

显著低于全市13.1%的平均水平。这一现象

可能与城中村作为低成本居住区的吸引力有

关，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这些区域以减

少生活成本，进而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就业

机会（见图14）。

在受教育水平上，北京城中村居民受高

等教育的比例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但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城中村居民

中受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为

15.56%，虽然总体受教育水平占比略低于北

京市的平均水平（29%），但依然是全国平均

水平（7.43%）的两倍。在受高等教育的城中

村居民中，又以本科毕业生为主，占13.57%，

另外还有1.83%的硕士与0.26%的博士（见

图15，表1）。

（2）城中村居民与周围经济产业的关联

城中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特点，可

能与周围的产业分布与就业机会相关。受高

等教育的青年聚集的城中村分布与城市的高

新技术产业区或教育资源丰富区域紧密相

连，如北京的中关村园区、海淀山后科技创新

地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这些区域不

仅是科技创新和教育的高地，也提供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需要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岗位。城中村的低廉租住价格和较短的

通勤距离成为吸引这些受高等教育青年的重

要因素。对于刚毕业的本科生而言，城中村提

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居住选择，使他们能够

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减少生活成本，同时

保持对工作地点的便捷通勤。此外，城中村也

吸引了一部分硕博等高层次人才，这些人群

可能是出于对低成本居住空间的需求而选择

居住于此。

（3）职住关系与城市经济活动和社会运

转的关联

城中村中除了受高等教育的居民外，还

有大量为多样化和高流动性的城市经济活

动和社会运转提供劳动力支持的人群。城中

村居民的就业地点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集中

区域高度相关，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及平原

多点主要功能区。通过百度大数据分析，约

152万城中村居民的工作地点遍布全市，其

中约63%集中在中心城区。中心城区的就业

机会虽多但居住成本较高，因此许多中低收

入劳动力人群选择在城中村居住，以减少通

勤时间和成本。这些居民尤其是在服务业和

新业态（如骑手、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中表现明显。这些人群的居住地与城中村的

分布特征相似，显示出城中村在为超大城市

图15 城中村受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分布图
Fig.15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urban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6 城中村居民工作地点分布图
Fig.16   Distribution of urban village residents’ work 
pl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北京城中村、北京市、全国居民中受高等教育

人口占比（%）

Tab.1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urban villages of Beijing, Beijing Ci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研究ⳗ㸈 ⡟科 㯗㬠 博㬠 总计
北㈊城中村 13.57 1.83 0.26 15.66

北㈊市 22.00 6.00 1.00 29.00
全国 6.67 0.67 0.09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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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高流动性提供保障和服务方面的

重要作用（见图16）。

4.4   北京城中村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分析

将城中村500 m缓冲区、中心城六区②、城

中村所在区③的POI平均密度进行对比，可以

发现北京城中村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密度低

于中心城区水平，但高于所在近郊区的全区平

均水平。

北京城中村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特征与大

量人群的集聚和较高的活力水平密切相关。

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占比来看，北京城中

村的餐饮购物设施占比较高。这可能与城中

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和消费习惯有关。城中村

作为城市中的低成本居住区，吸引了大量外

来务工人员和年轻居民，他们对餐饮和购物

服务的需求较高，从而促进了相关服务设施

的发展。然而，城中村的公共设施、科教文化、

体育休闲、医疗保健设施占比远低于中心城

区。这一现象可能与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区位、

资金投入、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居民的需求有

关。城中村往往面临着土地紧张、资金有限、

人才缺失等问题，导致教育、医疗、文体设施

的建设和发展受到限制。此外城中村居民可

能更关注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同时由于工

作日白天在外工作，早出晚归，难以参与文体

娱乐活动，从而对文化体育等公共活动的需

图17 北京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居住地分布图
Fig.17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 for takeaway riders and ride-hailing driver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D  外㕕㡐㬷                                                                           E  网䊝⧖㯟机

求相对较低[24]。但在医疗、教育等基础公共资

源上，城中村的资源密度与人口密度可能存

在较大的匹配缺口（见图17，表2）。

5  基于识别分析的北京城中村更新策略

思考

（1）整体定位：将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

关联性特征纳入更新决策

在讨论城中村的更新策略时，往往会从

单个村可实施的角度出发讨论产权、成本、安

置等诸多问题。诚然，这些问题是实际项目更

新必须考虑的因素，但“一个唐家岭倒下去，

十个唐家岭站起来”的现象说明，单个的城

中村更新改造虽然短暂改善了物质空间环境

条件等，但未考虑其更新改造的定位和必要

性。城中村的出现与壮大并不是独立发展的

结果，而是整体城市规划扩张与现实发展之

间的功能性耦合与协调结果。因此，未来城中

村的更新策略应当适当超越个案视角，从城

市整体发展的层面进行考量。

城中村的空间分布、社会人口结构，以

及经济活动的独特特征是其更新策略决策

的重要考量因素。北京城中村的空间布局呈

现独特的环状发散模式，主要分布在城市外

围区域，与城市发展轴向高度一致，同时与

城市的交通、绿化、产业等要素紧密交织。城

中村的居民构成多样，既有受过高等教育

的群体，也有大量中低收入的服务业人员。

这些居民的就业地点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集

中区域高度相关，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创新贡献着活力，也意味着城中村在城市的

人才及劳动力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中村

作为许多中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的

首选居住地，其提供的低成本居住选择在城

市住房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中

村的更新应与城市的总体规划相一致，包括

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

划等，确保更新后的区域能够与周边城市环

境和谐共存。更新策略应考虑到城中村在城

市中的功能定位，比如是否作为居住区、商

业区、工业区或其他功能区，以及如何通过

更新提升其功能，确保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能

够促进城市整体功能的完善和空间结构的

优化。

（2）改造路径：差异化空间特征导向不

同的更新价值和方向

进一步看，城中村与城市发展轴、轨道

交通、区域产业、绿化建设存在密切分布关

联，因而在制定更新方案时，需要将城中村

在城市中承担的现有功能及其未来在城市

中所需要承担的功能纳入考虑。而且，城中

村存在的多种类型差异也将进一步影响城

中村的更新价值、方向和难度。例如，前文提

到的“尽端村”“绿中村”“园中村”3种类型，

各自具有不同的更新需求和挑战。“绿中村”

可能出于城市整体生态环境考虑，改造重点

聚焦腾退；“园中村”改造旨在更好地服务

产业发展，需增加居住密度和改善环境，进

表2 空间统计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统计（个） 

Tab.2  Dens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spatial 
statistical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㾮 城中村500 m
⨆区

中心城
㒚区

城中村㰚在
㾱政区

㩭业服务 79 164 55
⤮䅜服务 21 44 15
⹛㹐服务 36 67 23
公共设㬊 3 7 2
科ㅭ文化 8 23 7
体䈞㾾㻱 5 11 4
䄞㑧保ㅂ 6 12 4

② 中心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③ 城中村所在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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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其更新的必要性。这包括从城市发展的

角度评估更新能否带来价值提升，考虑政

策环境、经济成本、社会稳定、环境影响等

多方面的风险因素，以及从物质空间的视

角判断更新的空间适宜性（见图18）。综合

这些因素以更准确地判断城中村的留改拆

模式及更新时序，确保更新策略既符合城

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又能够满足居民的实

际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的

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本文基于二元结构视角，通过人口和土

地两个指标并结合相关大数据对北京城中

村进行识别，对其空间分布、人口社会特征

与城市空间发展关系进行关联性分析，初步

揭示了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特征，并指出城中村的更新策略需要与城市

的整体规划和发展目标相协调。城中村的改

造不应作为孤立的项目，而应成为城市整体

发展中的一部分，更新策略应考虑到城中村

在提供可支付住房、促进产业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在与城市功能协

调发展的前提下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居住条

件和生活服务。

但是，基于二元结构视角的识别仍存在

一定局限。一是基于现有的人口与土地数

据，当前的识别颗粒度还停留在村域空间单

元，而在现实中，一些村庄内由于非建设用

地占比大，或已经过城镇化开发，因此建设

用地占比较高，从而导致未识别或误识别城

中村。未来可以考虑用更加精细化的建设强

度指标代替，如宅基地建设强度等。二是当

前方法并没有考虑物质空间表征，例如识

别出的城中村可能并不呈现出传统意义上

的高密分布，但人口与土地指标真实展现

了当前城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一些难以被严

格定义的“城中村”，即那些分布在城市边

缘，但外来人口过度密集，建设强度较大，

与重要城市空间因素交织，公共服务设施

缺乏、环境质量低等的城中村。这些“非典

型”的城中村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普遍存

在的，且需要引起重视。此外，北京城中村

所展现出的空间分布特征、人口结构和社

会经济活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反映

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普遍挑

战，类似现象在广州、上海等地亦有出现，

表明城中村改造需考虑与多种城市功能要

素的交织关系。

城中村的更新和发展是多维度、多层次

的挑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城中村更新应

该超越传统的思维框架，综合考虑城市整体

发展需求和城中村的实际状况，采用创新

的方法和策略，如在更精细的数据支撑与

分析方法下深入识别城中村微观空间单元

特征、人口结构与经济活动特征等，捕捉城

图18 城中村更新潜力评价体系
Fig.18   Evaluation system of renewal potential of 
urban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中村内部的细微差异，更准确地反映宏观

城市环境下的城中村实际发展情况。基于

数据的城中村识别与分析可以更加客观地

为政策制定者、规划师、村民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者提供共同讨论的基础，并通过基于数

据驱动的决策制定更好地识别城中村更新

的关键问题和潜在机会，制定出更加合理和

有效的更新方案，实现城中村与城市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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